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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卖点
· 20世纪中国享誉海内外的诗人、剧作家、史学家、考古家郭沫若作品集，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史学必备资料。
· 学界权威学者选编，以文学、史学、考古、科学四个方面选录郭沫若1949年以前代表作中的重要篇章，力图呈现郭沫若学术思想全貌。
◆ 读者定位
1、 史学研究者
2、 历史爱好者
· 人物简介
 郭沫若（1892—1978），号鼎堂，生于四川乐山沙湾。以新兴的、科学的观念创造民族新文化，成为20世纪中国享誉海内外的诗人、剧作家、史学家、考古家，被不同政见的学人评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将军衔），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 编者简介 
谢保成，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郭沫若研究会顾问。著有《中国史学史》（三卷本）、《隋唐五代史学》、《民国史学述论稿》、《龙虎斗与马牛风——论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家》、《郭沫若学术思想评传》、《贞观政要集校》。 
魏红珊，女，文学博士，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四川省郭沫若研究会副会长，《郭沫若学刊》副主编。著有《20世纪文学泰斗：郭沫若》、《郭沫若美学思想研究》，合著《全球化文化语境中的中西文艺美学比较研究》。 
潘素龙，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参加《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整理、《四库大辞典》撰写，发表《关于〈十批判书〉版本的一些问题》、《郭沫若学术年谱》等文章。
· 内容简介
  本书分四部分选录郭沫若1949年以前代表作中的重要篇章：文学部分着重其由“自我表现”到“革命文学”，再到“人民本位”文艺观的转变；史学部分侧重其运用新兴科学观点，以“两重证据法”取得的重要成就；考古部分突出其甲骨文、金文研究的开拓性功绩和历史编纂思想；科学部分展示其“以大众化为其目标，以文学化为其手段”和 “政治的民主化以为前提”的思想内容。集中起来，反映其吞吐中西的文化观，“接受科学，走科学的中国化途径”的科学思想，追求艺术与社会双重价值的美学思想，即创造民族新文化、填补世界文化史白页的完整思想体系。
◆ 简要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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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架建议
历史
书摘
 导言 
郭沫若（1892—1978），生于四川乐山沙湾。学名开贞，1919年9月开始自名沫若，20世纪30年代发表学术成果和文艺创作时往往使用“鼎堂”一名，成为展示其学术成就的一个响亮名号。 
一 
1914—1923年，郭沫若走着一条从立志学医到弃医从文之路，出版诗歌集《女神》，开一代诗风，确立起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1924年初步转向马克思主义方面来，经瞿秋白推荐、林伯渠安排，1926年为广东大学（不久改为中山大学）文科学长。随即投笔从戎，参加北伐，任北伐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少将军衔）、副主任（中将军衔）。1927年3月底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8月初赶赴南昌参加武装起义，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1937年亡命日本，“走了他应该走的唯物主义的研究道路”，奠定了在甲骨文、青铜器研究领域的崇高学术地位，与罗振玉（雪堂）、王国维（观堂）、董作宾（彦堂）被誉为“甲骨四堂”，同时为“新史学”辟出更新的“草径”，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开拓者。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别妇抛雏”，秘密回国，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改为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主盟文坛，从事抗建之役”，一面撰写大量政论性文章，一面在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上取得诸多成就，1948年与陈垣、陈寅恪等同时被评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当选为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世界和平委员会执行局副主席（约里奥•居里为主席），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连选连任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作为国务活动家和世界和平使者，从政之余，郭沫若依然实践着要在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上“努力攀登不问高”的誓言。 
20世纪是中国社会不断发生巨变的100年，中国文化也随之而不断更新、不断创新、不断求新。从世纪初的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登上文坛，到世纪下半叶的另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呼唤科学的春天），整整60个年头，郭沫若始终站在文化大潮的潮头，肩负着“弄潮儿”的历史使命，成为一位与时俱进、不断创造民族新文化的巨人。其学术文化历程大体可以作如此划分：20世纪20年代前后，凭着感情的喜好，弃医从文，迈出新文学的步伐；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以甲骨文和青铜器等古文字、古器物为基础，进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走出新史学之路；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中，一面配合历史剧创作进行历史人物研究，一面纵论先秦诸子思想学说；50年代，主要精力在古代社会分期问题和古籍整理方面；60年代，以历史人物研究与历史剧创作影响着当时的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在50—70年代的20余年间，随时都有关于古文字、古器物的单篇考释或研究论文发表。 
二 
“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是进入20世纪的中华民族迫切需要的时代精神。在以创造者的姿态努力创造光明世界的同时，郭沫若更以创造者的姿态努力创造民族新文化。 
创造精神贯穿郭沫若整个人生和全部学术文化历程，郭沫若的学术思想可以用他自己多次说过的七个字概括——“创造民族新文化”。这一学术思想体系，包含吞吐中西的文化观、科学的中国化思想、追求艺术与社会双重价值的美学思想，三者交织，融于一体。 
（一）吞吐中西的文化观 
在新文化与旧文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一次次剧烈碰撞的历史进程中，郭沫若形成长期影响其思想认识和学术研究的文化观——唤醒我们固有的文化精神，瞩目异民族的优秀文化，以国情为基点考验其适应度，吸吮其纯粹科学的甘乳，促进民族新文化的创造，填写世界文化史的白页。 
20年代初，他明确提出这样的认识： 
我国的古代精神表现得最真切、最纯粹的总当得在周秦之际。那时我国的文化如在旷野中独自标出的一株大木，没有受些儿外来的影响。 
……以后，固有的文化久受蒙蔽，民族的精神已经沉潜了几千年，要救我们几千年来贪懒好闲的沉痼，以及目前利欲熏蒸的混沌，我们要唤醒我们固有的文化精神，而吸吮欧西的纯粹科学的甘乳。郭沫若:《论中德文化书——致宗白华兄》，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149、15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同时强调：“要宣传民众艺术，要建设新文化，不先以国民情调为基点，只图介绍些外人言论，或发表些小己底玄思，终竟是凿枘不相容的。” 
《郭沫若致宗白华》，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20页。 
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从事国外理论与学术、文艺著作的翻译过程中，郭沫若注意到辩证唯物论的阐发和高扬“已经成为了中国思想界的主流”，但认为“只作为纯粹的方法来介绍，而且生硬地玩弄着一些不容易消化的译名和语法，反而会在这个方法的接受和运用上增加阻碍”。为了使“这种新思想真正地得到广泛的接受”，郭沫若采取了“使它中国化”的做法，“使得一般的、尤其有成见的中国人，要感觉着这并不是外来的异物，而是泛应曲当的真理，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已经有着它的根蒂”，而关键在其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 
我也正是想就中国的思想，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来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 
郭沫若:《跨着东海》，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33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以中国的实际作为检验外来文化真理性的标准，这是郭沫若在接受外来文化方面超越同时代其他许多思想家之处。不仅如此，他还看到“世界文化史的关于中国方面的纪载，正还是一片白纸”，“在这时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见《沫若文集》,第14卷，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便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提供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填写了“以新兴科学的观点”来认识中国古代的这一世界文化史白页。 
进入40年代，郭沫若看到世界上各民族的文化大都有兴有替、有盛有衰，唯独中国文化“五千年中永远保持着了它的一贯的进化体系”，“看着便要达到老境了，立地便有一针青年化的血清注射”，而这“青年化的血清”便是“异民族的文化之优秀成分”，由此提出：“我们因以创建与时俱进的优秀的文化，并吸收异民族的文化之优秀成分使之成为自己的血肉，或成为自己文化创造力的触媒。” 
郭沫若:《青年化，永远青年化》，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8卷，323~32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1949年以后，郭沫若更进一步指出：“从历史发展中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高民族自信心、促进民族新文化的创造”，“在世界史中关于中国方面的研究却差不多还是一片白页。这责任是落在我们的肩头上的，我们须得满足内外人民的需要，把世界史的白页写满” 
郭沫若:《开展历史研究，迎接文化建设高潮》，见《沫若文集》,第17卷，42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在发掘传统文化积极、进取精神的同时，郭沫若深感固有文化的另一面：“以前的中国文化诚然是很有光辉的，但就因为太有光辉，在变革时期便不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了”，“因为历史太久，光辉太灿烂，动不动就往后看，而不往前看”，“这是接受西欧文化不能成功的一大原因” 
郭沫若:《中日文化的交流》，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8卷，87页。，“固有文化优越于一切的观念依然为主持杼轴者之一大方针。而所谓固有文化要不外帝王时代所钦定之体系而已” 
郭沫若:《为革命的民权而呼吁》，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46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因此，如何处理外来文化与固有文化的关系，就成为创造民族新文化的一大关键。郭沫若的态度是：一则以传统文化为前提，寻出外来文化与固有文化的“一致点”，检验外来文化的“适应度”，并使之“中国化”；二则吸收“异民族的文化之优秀成分”，作为自己文化“创造力的触媒”，或借助外来文化冲击“固有文化”的“惰性”，给渐渐“要达到老境”的固有文化注射“青年化的血清”，使之成为“自己的血肉”，焕发新的生命力，保持中华民族文化的“一贯的进化体系”郭沫若:《青年化，永远青年化》，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8卷，323~324页。。唯其如此，才可能在学术文化上取得具有开拓性的成就。一旦失去对“固有文化”的“惰性”的警惕，沾沾于“固有文化优越”，或为“帝王时代所钦定之体系”所“桎梏”，便很难有所创新了。 
创造民族新文化，填写世界文化史的白页，既是郭沫若学术思想的核心，又是他在1919年至1978年的60年间所走过的学术道路。在中华民族进一步同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深入交往的今天，在“异民族的文化”弥漫中华大地的时候，郭沫若的这一思想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需要我们进一步发扬，在不断求新中创造出我们自己的新文化！ 
（二）接受科学，走科学的中国化途径 
1945年4月，郭沫若提出一个关于“科学的中国化”的系统思想： 
今天要接受科学，主要的途径应该是科学的中国化。要使科学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从那儿发育出来，开花结实。科学的理论和实践要能和中国的现实生活配合得起来，要使它不再是借来的衣裳，而是很合身的裁剪，或甚至是自己的血肉。郭沫若:《“五四”课题的重提》，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544~545页。 
接受科学，走科学的中国化之路，郭沫若为之努力奋斗一生。这一思想，包含着“以大众化为其目标，以文学化为其手段”和以“政治的民主化以为前提”的完整内容。 
前面说过，20年代郭沫若即提出“吸吮欧西的纯粹科学的甘乳”的思想。在“整理国故”成为“流风”之际，他明确指出“研究的方法要合乎科学精神”，“国学的范围如果扩大到农艺、工艺、医药等，那情况又不同”郭沫若:《整理国故的评价》，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161页。。郭沫若所强调的“科学精神”，把范围扩大到自然科学领域，涉及科学的“综合化”问题。 
1930年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反复强调“瞻往可以察来，这是一切科学的豫言的根本”，“我们应该用近代的科学方法”，“以新兴科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社会的古代”。他的甲骨文、金文研究，与历史语言研究所“能充量的辨别着去用一切材料，如金文、甲骨文等，因而成就的文字学，乃是科学的研究”，“能利用各地各时的直接材料，去把史事无论巨者或细者，单者或综合者，条理出来，是科学的本事”的办所旨趣完全吻合。 
1931年3月至1936年9月，生活在“屡屡使人窒气”的日本的郭沫若，断断续续地翻译了英国学者威尔士（HGWells）通译韦尔斯，此为郭沫若的译法。下同。等所著150万言巨著《生命之科学》(The Science of Life)，着眼于书中的“科学之综合化，大众化，与文艺化”及三者的关系：“综合化是以大众化为其目标，以文学化为其手段的”郭沫若:《〈生命之科学〉译者弁言》,见《生命之科学》，第一册，1~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认为不仅把有关生命科学的各种相关知识大体“网罗尽致”，而且使这些知识系统化。原书最后一编“人类生物学”既是全书的“结穴”，又被郭沫若看作是威尔士“另一巨制”《历史纲要》（The Outline of History）的“绪论”，反复强调书中“所奉仕的精神是生命之合理的解释，宇宙进化观之推阐，人类向大一统之综合”郭沫若:《〈生命之科学〉第三册译后》，见《生命之科学》，第三册，220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9。，“对于人类社会的展望，主张传统主义的废止，全人类向整一的集体而综合，人类要统制自己的运命并统制一切生命之运命”郭沫若:《〈人类展望〉书后》，见《郭沫若集外序跋集》，319~320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重视生命科学知识的综合，更注重人生与社会的关系在更大范围上的综合。 
1947年5月，上海天下图书公司编辑出版《大众科学丛书》，郭沫若为《丛书》作序，指出一般人对于科学存在两种肤浅的认识，一认为科学是科学家的事，与一般人没有什么关系，二认为科学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无关，随后强调： 
科学在今天是我们的思维方式，也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我们人类精神所发展到的最高阶段。郭沫若:《〈大众科学丛书〉序》，见《郭沫若集外序跋集》，121~122页。 
这是科学在最高层次上的综合，即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全方位的综合！ 
郭沫若的学术生涯无处不充满科学思想，科学思想在郭沫若的学术思想中同样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体系。因此，本书在文学、史学、考古之外，选录其有关序、跋，以反映这方面的思想。 
（三）追求艺术与社会双重价值的美学思想 
郭沫若的美学思想，是在广泛吸收西方近代美学思想精华的基础上，从个人审美需要、民族审美风尚和时代审美要求出发熔铸形成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强烈的时代性。 
1943年3月，郭沫若为李可染《村景》作题画诗，概括了中国美学的最基本的特征，并将其“美学化”（诗歌化）： 
作诗与作画，难得是清新。有品方含韵，无私始入神。悠悠随白鹭，淡淡泛芳醇。美在蹄筌外，庶几善与真。《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卷，24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颔联的“含”和“入”富于中国美学色彩，“韵”和“神”为中国美学最有价值的两个范畴，“有品”、“无私”为审美主体必须具备的品格和素质。尾联完整地提出真、善、美相结合的美学命题，“美在蹄筌外”最得中国美学神髓。《庄子•外物》篇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魏晋王弼、陆机，南朝刘勰引入美学，形成“情在词外”的命题，晚唐司空图、北宋苏轼、南宋严羽等都有进一步发挥。郭沫若在继承的基础上，对中国美学作出“美学化”的概括。 
表现在文艺创作方面，郭沫若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紧密结合，以两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艺术体系互用互补，表现“自我”、时代、民族的情绪、灵魂和美学追求。女神、凤凰、地球母亲等形象的创造，构建起一个推崇创造、具有“动的精神”的新的文艺美学。 
将“审美意识”引入历史、考古领域，把青铜器研究纳入“美术的视野来观照”，郭沫若提出“大凡一时代之器必有一时代之花纹与形式”，“今后研究殷、周彝器者，当求出花纹形式之历史系统为其最主要之事业”郭沫若:《毛公鼎之年代》，见《沫若文集》,第14卷，671页。，创立了彝器形象学，以“形象学”的视角审视青铜器发展的四个阶段，以“标准器”及“花纹形式之历史系统”确立起认识两周青铜器的科学学术体系，进而将青铜器花纹、器制、铭辞、字体等的演变“从社会史上来加以说明”，把青铜器考古与社会史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 
把握时代审美意识和时代精神，开出先秦美学史研究新天地。以花纹图案的感性特征来界定不同时期的文化、审美特征，由此划分文化史阶段，具有美学史的意义。郭沫若看到铸器本意在服用，但施以文镂，巧其形制，是为了“求美观”，制作者更是“发挥其爱美之本能”，这种“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之文饰”，“其效用与花纹同”，由此将“审美意识”下所施彝铭分作四个阶段，并指出“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郭沫若:《周代彝铭进化观》,见《青铜时代》，268、271页，重庆，文治出版社，1945。，即始于春秋中叶。 
甲骨文研究中《释祖妣》一篇，引入文化人类学的“生殖神崇拜”，表明其美学思想受到生命哲学的某种影响。 
这里提醒注意的是，“科学文艺化”是郭沫若科学思想中的独特认识。科学与美学在郭沫若身上往往融而为一体，形成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的巧妙结合，上述将审美意识引入青铜器研究之外，“文艺工作和科学精神是分不开的”，“科学家有时需要文艺方面的活动，而文艺工作者在现在更需要科学的帮助”郭沫若:《科学与文艺》，载《文汇报》，19460612、19460613。也被郭沫若强调着。在1920年1月致宗白华的信中，郭沫若这样比较诗人与哲学家的异同： 
诗人与哲学家底共通点是在同以宇宙全体为对象，以透视万事万物底核心为天职；只是诗人底利器只有纯粹的直观，哲学家底利器更多一种精密的推理。诗人是感情底宠儿，哲学家是理智底干家子。诗人是“美”底化身，哲学家是“真”底具体。 
同时表示：“哲学中的Pantheism确是以理智为父以感情为母的宁馨儿。”《郭沫若致宗白华》，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22~23页。 
“以理智为父以感情为母”，追求宇宙间之“真”与“美”，是贯透郭沫若一生的突出特点。“从事研究，也从事创作”，缜密研究以求“真”，抒情创作以求“美”，体现出郭沫若不同于其他学者的独特之处。研究屈原与创作《屈原》，是郭沫若“从事研究，也从事创作”的最具代表性的成就，是将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完美地结合的典型之一。 
郭沫若的吞吐中西的文化观、科学思想、美学思想的三位一体的“创造民族新文化”的学术思想体系，贯穿于他的全部著作之中，这里引述的片断文字可视为一个索引，读者需要仔细阅读原文方可领悟。 
三 
作为20世纪中国最富时代特征的文坛巨擘，郭沫若创造民族新文化呈“球形”态势，表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包括文学、艺术、历史学、考古学、甲骨文金文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外国进步文艺的翻译介绍等方面。 
（一）作为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成果主要集中在《郭沫若全集•文学编》20卷，包括诗歌5卷、历史剧3卷、小说2卷、自传4卷、文艺论集2卷、杂文4卷，而以诗歌、戏剧成就最为杰出。 
郭沫若的文艺思想随其政治思想变化而变化。由个人本位的“自我表现”的创作主张到“革命文学”的文艺主张，再进到“人民本位”的文艺观，是郭沫若所走文学创作道路。 
诗集《女神》站在时代精神的高度，以崭新的文化内涵、崭新的表达形式，开出一代诗风。“革命文学”新潮涌起，郭沫若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明确表示：“在大众未得发展个性、未得享受个性自由之时，少数先觉者倒应该牺牲自己的个性，牺牲自己的自由，以为大众人请命，以争回大众人的个性与自由！”郭沫若:《〈文艺论集〉序》，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146页。诗集《恢复》反映其“革命文学”主张，实现诗风的转变。30年代后期，逐渐确立起“人民本位”思想，至40年代中期正式提出“以人民利益为本位的文艺”，并对“人民本位”文艺观作出完整论述。这中间，折射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孔孟以人民为本位，墨子以帝王为本位，老庄以个人为本位。把握住这一点，就比较容易理解其对历史人物的种种评论了。《文艺论集》和《文艺论集续集》是反映郭沫若文艺思想变化的两个重要集子，本书在选录30年代这两个论集中主要篇章的同时，选录其40年代几个集子中的相关单篇，如《沸羹集》中《为革命的民权而呼吁》、《文艺与民主》，《天地玄黄》中《走向人民文艺》、《人民至上主义的文艺》，等等。 
把“运动、变化”的中国历史“大舞台”的若干片断（细节）“复制”出来，以艺术的形式再现于戏剧小舞台，产生出巨大的社会效应，是其他学者无法追及郭沫若的一个方面，郭沫若的史剧创作在其全部著作中占有非常特殊的位置。30年代后期、40年代前期，郭沫若的史剧创作进入成熟阶段。五幕史剧《屈原》为其杰出代表，蕴含着他研究屈原的重要成果。五幕史剧《虎符》在把握“历史的精神”方面使其历史研究与史剧创作关系的理论最终形成，即“没有研究便没有创作”，“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本书选录一篇关于史剧创作缘起的文章、一篇戏剧理论文章以及三篇谈史剧创作的文章。 
（二）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研究论著主要集中在《郭沫若全集•历史编》8卷，包括《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1卷，《十批判书》1卷，《奴隶制时代》、《史学论集》1卷、《历史人物》、《李白与杜甫》1卷，《管子集校》、《盐铁论读本》4卷。《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历史人物》四部论著出版于1949年以前，其他论著著成于1949年以后。 
以新兴科学的观点为指导，运用“两重证据法”把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确立起“中国古代文化体系”，是郭沫若历史研究最具开拓意义的成就。 
“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在“清算”中国过往社会时，郭沫若发现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决心以这部名著为“向导”来撰写“续篇”，提供出恩格斯“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以填补世界文化史的白页，出版了开辟“草径”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称郭沫若把《易》、《诗》、《书》里面的纸上材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详见董作宾：《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载《大陆杂志》,第3卷第12期（1951年12月）。。因此，本书选录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导论”，关于《周易》、关于“卜辞”的长篇以及“自序”、“解题”与“追论及补遗”中的两则短论。 
郭沫若考察周秦诸子思想，与其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认识密切相关。1921年初涉周秦诸子，郭沫若即勾画了中国远古历史的轮廓，设想的“各家学术之评述”包括老子、孔子、墨子、庄子、惠施等。当确立起中国古代文化体系之后，郭沫若于1935年底写成《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不仅注意诸子的承传，更留神相互间的影响和趋同，同时对《周易》作出进一步考察，出版了《周易之制作时代》一书。时值40年代中，郭沫若不满意“游离了社会背景”而专谈周秦诸子的做法，以“彻底剿翻”秦以前史料的功力，对秦以前的社会和思想作出系统研究，呈献出考察周秦之际学术高潮的“姊妹篇”——“偏于考证”的《青铜时代》和“偏于批评”的《十批判书》，辨识儒家的两重性、探究道家的渊源与流派、区分法家与法术家的研究，都颇具久远影响，成为其贯通诸子学说的代表作。本书选录《十批判书》的第一篇《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和《后记——我怎样写〈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选录《青铜时代》中关于先秦天道观、《周易》和专论青铜器时代的长篇和一篇《后记》。 
在历史研究中贯穿“人民本位”思想的代表作是《历史人物》一书，本书选录书序、《甲申三百年祭》以及推崇王国维、鲁迅的文章共三篇。郭沫若自谓其《甲申三百年祭》是“曾经引起过轩然大波的一篇文章”，即当时国共两党出于政治原因而认识不同。郭沫若本人并没有那样看待自己的这篇文章，即既不是“特利用明亡底历史事实来作材料，而妄想以明朝来隐射国民政府”，也不是想提醒革命队伍“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用以“引为鉴戒”，而是认为“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同情了农民革命的领导者李自成，特别是以仕宦子弟的举人而参加并组织了革命的李岩，这明明是帝王思想与人民思想的斗争，而这斗争我们还没有十分普遍而彻底地展开”，郭沫若的着眼点在于“帝王思想与人民思想的斗争”，这与他所主张的“人民本位”思想是相一致的。 
（三）作为杰出的古文字、古器物学家，主要成果集中在《郭沫若全集•考古编》10卷，包括甲骨文研究3卷，青铜器铭文（含部分甲骨文）研究5卷，石鼓文、诅楚文等研究1卷，其他单篇考释1卷，以甲骨文、青铜器研究成就最为杰出。 
甲骨文研究经罗振玉、王国维“导路”、“考史”，走出草创阶段。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考古组对殷虚进行了15次科学发掘，郭沫若在日本同时推出《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三部巨著，使甲骨学由草创迈向成熟，形成“甲骨四堂”——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董彦堂（作宾）、郭鼎堂（沫若）——各展其长的格局。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走着一条“读破它、利用它、打开它的秘密”的路径。《甲骨文字研究》反映的是他对于甲骨文“读破它、利用它”初始阶段的水平。《卜辞通纂》通过传世的甲骨精品确立起认识甲骨文的“系统”，将甲骨文按照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畋游、杂纂8类编排，先从判读卜辞干支、数字、世系入手，进而探寻其所显示的社会内容。这一“系统”的建立，既使其得以纠正罗振玉、王国维的错误考释，认识罗振玉、王国维未认识的字句，更使其洞悉了甲骨卜辞本身的诸多奥秘。对卜辞自身奥秘的探索，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时如何占卜记事（包括占卜、刻写、用辞、行文等），二是后人如何科学利用（包括区分时代、断片缀合、残辞互足以及校对去重等）。关于当时如何占卜记事，郭沫若虽无亲身发掘的经历，仍然获得了与参加实地发掘的董作宾差不多是殊途同归的巨大成就，二人都提出了一些带规律性的概括和有预见性的合理探索。特别是甲骨文的刻写部位、行款顺序，即所谓甲骨文例，《卜辞通纂》阐发尤多，纠正了前人不少错读。在科学利用卜辞方面，断片缀合和残辞互足是郭沫若的重大创获。断片缀合，是将两片乃至三片、四片残破、分散的甲骨片进行缀合，基本恢复原貌，使片断记事得以完整。残辞互足，是由于一事多卜，涉及同一事的残损卜辞可以相互补足，成为比较完整的记事材料。经过缀合和互补，发现不少重复著录的甲骨片，即所谓“校对去重”。在甲骨学发展近80年的历史中，有50年取得的成就与郭沫若的创造性探索密不可分。本书选录《卜辞通纂》一书的序和述例，集中反映郭沫若甲骨文研究的主要成就。 
殷周青铜器，自北宋以来著录多达三四千件，大多年代和来历不明。郭沫若通过翻译德国学者米海里斯著《美术考古一世纪》，以书中“对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进行最初的实践，完成《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考释、韵读、综合研究的思路和编次，一年以后被《两周金文辞大系》吸收和扩展。郭沫若“颇有创获”的地方是改变以往“以器为类”的著录方法和孤立考释器铭的传统，严格选定“自身表明了年代的标准器”，以“标准器”作为联络站，寻出一个比较接近历史实际的条贯。所谓“标准器”，是指铭文中有周王名号或著名人物、事迹的铜器，即“自身表明了年代”的器物。“标准器”之外的器铭年代判定，一方面根据“标准器”铭文中的人名和史事，联系与之相关的年代不明的器物，借以推断其所属王世；一方面根据文辞字体和年月日辰，联系比较“标准器”，推定其所属王世。《两周金文辞大系》及增订本《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自中外古今43种著录中录取“金文辞中之精华”323器，西周162器，“仿《尚书》体例，以列王为次”，自武王至幽王，仅缺共和一代；列国161器，“仿《国风》体例，以国别为次”，共30余国。这一以“标准器”为基石的著录方法，理出两周青铜器的历史系统和地域分布，第一次建立起认识和研究两周青铜器铭文的科学体系。“标准器”断代法被视为后之学者“殆难逾越”的划时代贡献。进而，从彝器形象出发，勾画出中国青铜器发展的基本轮廓，将中国青铜器时代划分为滥觞、勃古、开放、新式四期，为中外学界所沿用。本书选录《两周金文辞大系•序文》、《两周金文辞大系图编序说——彝器形象学试探》、《周代彝铭进化观》以及《美术考古一世纪•译者前言》，反映郭沫若在金文研究领域的开拓性成就。 
*** 

郭沫若对自己出版的著作，1954年前后进行过一次全面的修订改版，出版了新的改版本。50年代末60年代初，经过自选自编出版了《沫若文集》17卷。郭沫若去世后，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辑出版《郭沫若全集》文学编20卷、历史编8卷、考古编10卷。 
根据《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选编体例》“原则上不选录1949年以后撰写的论著”以及“原则上不收诗词、译文”等规定，本书选编郭沫若1949年以前出版的结集文章和研究论著。为忠实反映郭沫若1949年以前的学术思想，选编郭沫若的著作选用1949年以前的通行本或最后版本。以著作为基础，选录其中重要篇章的同时，兼选部分单篇文字，两相结合，反映其学术思想体系。 
确定基本书目、篇目后，魏红珊负责文学部分编选，潘素龙负责史学、考古部分编选及“郭沫若年谱简编”编制，钟作英、龙丹梅负责其他资料和编务，最后由我合成。 
谢保成 
2013年11月16日   
�此处粘贴封面








学术沃土 思想摇篮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www.crup.com.cn

